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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技术之思”的三条路径

———兼议马克思技术批判的超越性

付文军

摘　要：技术作为与人息息相关的 “事件”而备受关注。在对技术范畴的考察中，有三条值得关注的解

释路线。一是以实证思维对技术的工具论阐释，它秉承了 “工具主义”的传统、以 “价值中性”为旗号、以

“实证经验”为方法，最终落入到了 “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之中。二是以思辨抽象原则深掘技术的原罪，它着

重以 “后果”为参照，抹除技术与周遭环境、主体状况等的关联并对其进行理论抽象和思辨考察，继而深掘

技术的 “原罪”属性和对技术展开 “浪漫主义”的抽象诠释。这两种阐释模式都只是对技术范畴的单向度阐

释。三是马克思所开创的技术批判论，他直面技术这一 “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本身，在唯物史观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叙事中科学地揭示了技术的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并确证了技术的 “资本主义应用”的

后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上阐发了技术的善用与自由王国的达至问题。作为一种深层的

社会历史批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论为现时代的正视、善用技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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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一个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联的存在，对于技术的思考与诠释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
工作。在对技术社会效应的评判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思维模式：一种是将技术视为单
纯的 “工具”而对其展开实证分析，另一种则是深掘技术的 “原罪”而对其展开抽象否定。无疑，
这两种阐释模式都只是片面地夸大了技术的 “某一个侧面”而陷入到了对技术单向度阐释的窠臼当
中。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引，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展开了对技术范畴
的辩证审视［１］，继而开辟了对技术范畴诠释的科学性进路。

一、“技术工具论”：技术中心主义的实证阐释

在对技术问题的诠释中，工具论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曾是一种 “流行的”阐释方式［２］（Ｐ６８），雅
斯贝斯 （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皮特 （Ｊｏｓｅｐｈ　Ｐｉｔｔ）、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Ｓｈａｗ）和芬伯格 （Ａｎｄｒｅｗ　Ｆｅｅｎ－
ｂｅｒｇ）都是这一立场的拥趸。技术工具论即在工具论 （工具主义）视角之下论技术及其相关问题，
其核心要旨在于将技术视为单纯的工具性存在。更为确切地说，技术工具论主张将技术视为与价值
无涉、与社会无关的存在，继而强调技术只是服务、服从于使用者的一种中性工具或手段而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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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技术阐释史上，技术工具论先后历经了个体工具论、阶级工具论和抽象工具论的历史演变而广
为人知。当然，技术工具论的兴起是有传统、有旗号、有方法和有根据的。
首先，技术工具论秉承了 “工具主义”的传统。技术工具论主要延承了两大传统，一方面是自

古希腊以来的朴素技术论的赓续，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科学传统的接洽。就前者而言，希腊先哲 （主
要是亚里士多德）就开始反思技术 （或工具）的相关问题，并著成了 《工具论》（Ｏｒｇａｎｏｎ）。在他
们看来，技术 （或工具）绝非目的，而仅仅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工具面前具有天然的 “优先性”。
这是对人和自然、目的和手段关系的朴素主义解释，为人类提供便利和资源的自然并不能自动地满
足人类的需求，人类就需要借助于技术以达成对自然的 “模仿”和 “超越”。“技术活动中存在着客
观的、中性的内容，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３］就后者而论，自然科学在近代得到了大发展，近代实
验自然科学不再纠结于对形式、质料等问题的探讨，而以自然现象为对象并探究其间的基本规律。
近代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基础，以自然主义、工具主义为价值取向，以经验观察和形而上学为分
析法则，继而求得确定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使得人们的研究和思考有意无意地陷入到工具主义思
维的泥沼之中了。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技术工具论根深蒂固的思想渊源所在。
其次，技术工具论以 “价值中性”为旗号。技术工具论主张价值中性，以中性立场自居。技术

工具论者将技术仅仅视为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手段，技术的存在、使用与其社会效应、
后果并无关联，技术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技术就是技术，无论外部环境和客观因素如何，都不能
改变其中性特质。技术工具论以 “价值中性”为旗号，发出了 “目的与手段的截然二分”［４］（Ｐ９） “技
术自身非善非恶”［５］ “技术是一种可被善用和坏用的被动性工具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ｏｏｌ）”［６］ “至于能够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和达到何种目的，这都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７］（Ｐ６０）的论断。在技术阐释史上，雅斯贝
斯对于技术所秉承的价值中性的论说最为透彻，“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但它既能用于善也能用
于恶。它本身不包含任何思想，既无尽善尽美的思想，也无毁灭的恶魔般的思想。二者皆来自人类
中的另一些根源，人类赋予技术以意义”［８］（Ｐ１３２）。技术工具论者预设了价值和工具的分离和对立，
有意剥离掉技术所附着的人文－价值属性，刻意强调技术的客观－工具属性。究其实，这种有意的剥
离是一种还原论的处理模式和静态的认知观，技术被还原为与人无涉的存在物。
再次，技术工具论以 “实证经验”为基本方法。对技术的实证主义审视和经验主义考察是技术

工具论者所采用的常规方法，也即直面技术并对其展开直观理解。实证主义的分析范式有其合理之
处，“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
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９］（Ｐ５２４）。对于技术的实证经验式考究，既可以明确技术之为技术的
前提条件，又可以对技术的物质属性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知。因此，技术工具论者以实证范式来观
察技术并力图直观展示技术这一 “可观测的客观世界”，它依托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科学实验
和数理计量为工具而竭力探寻技术背后的真相。如此，我们很容易洞察到技术所适用的范围、域
界、形式和载体，一些与技术相关的原料、工具、规范、指标、设备和工艺等也都得到了最为直观
的表达。诚如马克思所言，“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
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９］（Ｐ５２８）。可以说，技术工具论所坚持的实
证主义方法有助于人们对技术之表象的清晰理解和认知，其回到技术本身的做法也有可取之处。
最后，技术工具论以 “技术决定论”为理论结局。技术工具论的理论主张也终将滑向 “技术中

心主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ｉｓｍ）或 “技术决定论”（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既然技术与价
值无涉而具有自主性，不断发展的技术就在历史中不断塑造着人与人类社会，“一旦某种主导性的
技术被引入到社会中，相应的社会体系就要屈从于技术律令”［３］。技术工具论滑向技术决定论就不
可避免了。这一观点充分强调技术及其变革的首要社会效应，即认为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变迁的首
要 （甚至是唯一）因素。技术决定论在理论演进中既存在 “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乃社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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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和 “弱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乃社会变迁的充分不
必要条件，技术源于并反作用于社会）［１０］之分，也存在乐观主义 （对技术的社会价值及其发展前景
持乐观或肯定态度，认为技术能够化解一切矛盾和问题并给予人幸福）和悲观主义 （对技术的社会
价值与发展前景的悲观或否定态度，认为技术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摧毁）之别。可以说，
技术决定论作为技术工具论的必然结局是对技术的充分肯定或充分否定，技术也被赋予了一种自主
性的 “神力”，它逐渐渗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并对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可见，技术工具论是对技术的实证主义阐释。秉承技术的自主性原则，技术工具论将技术

与技术的 “致用”、技术与价值、技术与后果之间截然分离开来，继而鼓吹技术无需为问题负责的
论调。“技术仅只是生产工具，技术自身具有独立性的价值；技术自身就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与技术的社会形式和使用方式无关；技术理性的运用，不但可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可以
解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切矛盾；技术理性是洁白无瑕的天使，它可以在人间建立起天
堂，它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对技术及其发展进行价值评价和哲学反
思。”［１１］显然，这一阐释方式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它强调从 “客体”或 “直观的形式”去理
解技术，它至多只能完成对技术及其相关问题的粗浅勾勒。究其实，技术工具论的实证阐释方式是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不彻底的诠释模式。

二、“技术原罪论”：技术浪漫主义的抽象阐释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技术的体认与感悟也日渐加深。尤其是受困
于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道德滑坡、传统消失和贫富分化等问题，部分学者开始
号召对技术的本质及其后果进行前提性反思。技术原罪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它将宗教的
原罪说套用到对技术的评判之上，继而强调技术生而有罪。
首先，技术原罪论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驾驭自然和改造世

界的技术得到了大大增强。作为 “在世之在”的人自负于拥有现代科学技术而显得无所不能、无往
不胜。然而，随着人与自然之间交流的深入和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凸显，一系列与人和技术相关的
问题都纷纷出现了。尤其是随着卡逊 （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的 《寂静的春天》 （１９６２年）和米都斯
（Ｄｏｎｅｌｌａ　Ｍｅａｄｏｗｓ）的 《增长的极限》（１９７２年）的出版，原本一些被遮蔽的问题 （如ＤＤＴ等有
机农药的大量使用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人类未来发展和增长的极限问题）广泛进入到大众视野。加
之现实生活中的技术滥用而导致的诸多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人的社会危机、人与精神的危机等日
渐凸显，部分学者开始从技术的喜悦中脱身而出，开始思考技术与其滥用后果之间的关联。在对技
术的产生、技术的效用等问题的审思之后，这部分学者开始聚焦于技术的来源和技术本身来探究技
术与人类发展的问题。简而言之，部分学者在有感于技术给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创伤之
后，深入反思了技术的历史与本质，并指认了技术所带有的原罪是造成这些困境的祸首。
其次，技术原罪论着重以 “后果”论技术。技术原罪论面向技术、面向技术带来的问题，继而

按照一定的因果逻辑推导出技术自身所带有原罪并将这种原罪归结为技术之所以呈现负面效应的唯

一或关键因素。虽然不能轻易地将技术原罪论归结为 “后果论”（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或 “本质论”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但我们从技术原罪论的逻辑理路中可以窥见这一理论的实质：它貌似是要通过对
技术的追根溯源而深究技术所带有的原罪本质，实则是以技术的负面效应和社会难题为聚焦点而展
开对技术的一种阐释方式。与其说技术原罪论秉持了 “本质论”的思路，毋宁说它更侧重于技术所
带来的 “后果”，由 “后果”而直接 “溯源”。显然，这种 “由果溯因”的方式有一定的逻辑合理
性，然而也存在忽视原因和结果之间过程的明显缺陷。换而言之，技术原罪论的这种 “因果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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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简单、直接的因果观，更近似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再次，技术原罪论奉行抽象思辨分析范式。随着技术原罪论频频亮相，人们对于这一论调的思

维方式和方法论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诚如前文所言，技术原罪论 “由果溯因”推断的思维方
式，它将技术的诸多恶劣后果都归结为技术自身所带有的原罪，继而对技术进行判量。其实，技术
原罪论所透露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分思维和抽象思辨，它割裂了技术与人、技术与自然、技
术与人的思维、技术与技术之间复杂的关联。在清理掉笼盖在技术之上的复杂关系之后，技术及其
后果之间的逻辑就无比清晰了，所有后果都是由于技术自身所致。在不断的 “退思”中，技术的原
罪就被挖掘了出来。既然技术是带有原罪的，技术进步必然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人
类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放弃技术，退回到蒙昧和野蛮时代。在此意义上，技术堪称是一个十足的 “野
蛮主义者”，技术压抑生命、阻碍进步、践踏文明，因此只能允许它发展到最低级的阶段。由是观
之，技术原罪论的抽象分析范式容易陷入 “见物不见人”的困境当中。技术原罪论者聚焦于技术及
其后果，只看到了技术的物质－现象层级，而不能洞察技术背后的关系－本质层级。
最后，技术原罪论在当代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技术原罪论者看来，技术作为一种物化 （或对象

化）的存在，其内部蕴藏着 “潜在的危害性”，以至于在 “技术空前发达的当代社会，这种危害性
外化后日益膨胀，甚至到了人类很难控制的地步”［１２］。具体说来，技术原罪及其社会后果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加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技术还不
够发达，“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９］（Ｐ９７）。人和自然之间虽然有冲
突和对立，但是并不尖锐。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大气污
染、水污染、垃圾遍地、土地荒漠化和沙灾、水土流失、旱灾和水灾、生物多样性破坏、生物基因
安全等问题频频出现，这无不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失衡的直接、突出的表现。二是技术造成了人与
人之间异化关系。技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技术人”（Ｈｏｍｏ　Ｆａｂｅｒ）凌驾于现代人 （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之上［１３］（ＰＸｉｉｉｉ），作为人造物的技术 （技术人工物）却反过来制约人的存在与发展。“技术曾
被广泛用于非人类领域，现在却使人自身也成了技术的作用对象了。”［１３］（ＰＸｉｉｉｉ）技术虽在行为控制、基
因改造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莫大帮助，但技术理性的泛滥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冷漠和隔阂
等社会问题。三是技术引发了人与自身精神之间的混乱状况。精神由物质所决定，精神附着于人自
身。随着技术的渗入，人的生物特征和生命特性都受制于技术，不仅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
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受到了影响。主体的迷失、精神的裂变、情感的缺席逐渐成为技术时代的
“顽症”，技术座架之下的 “意义丧失”和 “无家可归”也成了 “常态”。
由此可见，技术原罪论是对技术的抽象主义理解。以技术的后果为参照，抹除技术与周遭环

境、主体状况等的关联并对其进行理论抽象和思辨考察，继而深掘技术的原罪属性。“技术具有原
罪，它是造成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技术不是带来社会的进步，而是给人带来灾难，给社会
带来倒退，认为只有抛弃现代技术才能摆脱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要人们退回到前现代社会的野
蛮状态，从而陷入对现代技术抽象的、浪漫化的否定。”［１１］可见，这一阐释模式是对技术的抽象思
辨考察。技术原罪论虽然面向了技术本身，却未能完成对技术的科学考究。从根本上说，技术原罪
论是对技术及其问题怀有浪漫主义情绪的抽象诠释。

三、“技术批判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马克思的技术阐释路径是从根本上区别于技术工具主义和技术原罪主义，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
技术批判主义路径。当然，这里的批判不仅包含有 “拒绝”和 “否定”的意涵，还包含 “澄清前
提、划定界限”［１４］的意思。前者主要是指马克思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和抽象思辨诠释路径的 “批判性

—３１—

付文军：论 “技术之思”的三条路径———兼议马克思技术批判的超越性



拒绝”，后者则指马克思对技术之为技术的 “前提性追问”和 “深层次反思”。可以说，马克思携其
技术批判论的出场既开辟了技术阐释的科学路径又推动技术研究迈向了新的高度和新境界。①

首先，马克思确证了技术批判的现实基础：“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１５］（Ｐ３）。马克思是直面
现实而进行研究的，他所进行思考的前提是 “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９］（Ｐ５１９）。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
技术变革 （或转型）的时代，是一个由 “蒸汽磨”塑造的 “工业资本家的社会”［９］（Ｐ６０２）和一个貌似
是用 “法术”来创造 “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１６］（Ｐ３７）。在这样的时
代里，“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
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１６］（Ｐ３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技术的 “魔
力”。马克思在１８５６年的演说中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
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１５］（Ｐ３）。这些都是马克思所言及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 “技术事
实”。面向这些 “技术事实”本身，马克思开始了对生理学、天文学、农业化学、工艺学和其他与
技术相关知识的关注。经过切身查究，马克思指认了这些 “技术事实”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开始将这些 “技术事实”
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开启了解蔽资本主义的序幕。更为确切地
说，马克思是 “实践地”考察技术这一范畴的。深入到生产实践这一技术的 “母体”及其成长的
“沃土”中［１７］（Ｐ４６－４７），深掘技术的本体论根源，使得技术的本质规定得到了确证。
其次，马克思指认了技术的双重向度：物质形态和社会形态。技术 （Ｔｅｃｈｎｉｋｏ）是属于ｔｅｃｈｎｅ

的一种存在，它不仅表征着人们的手工行为与技艺，还指向了人们的艺术创造。在对技术的全方位
审视中，马克思首先指认了技术的表层形态———作为物质形态的技术。技术要为人所知晓，就要有
表达自身的载体。从石锄、石铲、石镰、蚌镰、骨镰、骨耜到青铜器、铁器，再到纺纱机、蒸汽
机、电报机、火车、轮船、汽车和无线电，这些东西无不是技术的表征，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 “技
术人工物”。显然，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
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
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１８］（Ｐ１０２）。纵观这些 “技术人工物”，它们不过是 “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
官”，是 “对象化的知识力量”［１８］（Ｐ１０２）。同时，马克思还深刻指认了技术的本质维度———作为社会关
系形态的技术。技术不仅呈现为反映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冰冷之物，在本质上还映现着人与人之间的
复杂关联。技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它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历史性生成。如此看来，技术就与
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联，离开人来论技术、离开技术来说人都是无意义的。在我们的认知中，当谈
到石器、青铜器和手推磨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联想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当论及蒸汽机、电力和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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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未出版有关 “技术”的专著，也未集中研讨 “技术史”的相关问题。当然，这绝不是否认马
克思技术思想的理由所在。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Ｉ版）为检索对象，以 “技术”为检索核心词汇，我们可以得
到４０余条直接相关的论述。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２９页。“技术”之所以未
频繁地出现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本的翻译问题，“与 ‘技术’一词相关的英文对应词是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德文对应词是Ｔｅｃｈｎｉ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俄文对应词是техника、технｏлｏгия。前一个词语主要指技艺、

技巧、技能、具体操作或专门方法；后一个词语大致指体系化的技术，如工艺、工业技术……在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具体
处理上，前一个词多翻译为技术、技能、技巧等，后一个词多翻译为工艺、工艺学、技术研究等。”参见王伯鲁：《马克
思技术思想纲要》，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页。二是由于马克思的行文处理方式问题，“在述说技术现象时使用了
众多 ‘技术’的下位概念”，比如 “棉纺品” “手纺机” “手纺车” “蒸汽” “科学” “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等词汇都是
“对技术产品、技术设备或技术流程的直接表述”。参见刘大椿、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６－４７页。



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资本主义时代。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 “技术”背后隐匿着的社会关系。
更确切地说，这些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表征，它们 “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还 “作为社会实践的
直接器官”和 “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１８］（Ｐ１０２）而存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
本的 “共谋”使得技术本身的社会关系属性更为明显，大机器的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强度的
工程作业等都无不是资本剥削的重要表现，这些 “技术”所要表征的就是与资本相关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确认了技术的本质性规定———技术不单单是 “物”（或者说技术不仅具有自
然属性），更为深刻地，技术还是 “关系”（或者说是为物所中介了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
再次，马克思展开了技术批判双重叙事：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于技术范畴的

批判性考察是沿着 “形上”和 “形下”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而展开的，即马克思展开对技术范畴的
唯物史观阐释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完成了对技术范畴的宏
观审视。马克思始终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
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９］（Ｐ５２０）技术形
态与人们 “生产什么”和 “怎样生产”是密切相关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开启了对技术的本体论
追问———技术乃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历史密切关联的生产方式，它 “座架”了人与社会。究其根本，
技术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存在方式。当然，马克思还完成了对技术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的预判和梳
理。“马克思以现代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区分了三种人类的生活世界类型或形态：前现代社
会或传统社会的 ‘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类型’，现代社会的 ‘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未来社会即共
产主义社会的 ‘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或 ‘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１１］如此，技术的历
史、现状和未来，技术的现象和本质等问题都得到了科学回应。就后者来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语境中完成了对技术的微观呈现。对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是与马克思致思理路转变密切相关
的。为了解决 “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转入了经济学的研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于技术批判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的切入可以实现对技术范畴的微观解剖。马克思从哲学和
经济学的双重视角将 “技术如何影响物质资料生产、如何影响劳动力自由解放”［１９］科学地内嵌于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之中，继而科学地展示了技术与资本增殖、资本积累之间的共生关系。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是普照之光，一切都要服务、服从于资本，技术也不例外，“技术问题
是理解资本运动趋势的基础”［２０］（Ｐ１６７）。资本与技术的共谋机制———资本的技术化和技术的资本化，
实则是围绕资本增殖而展开的。“资本不停地、直接地塑造了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它也是由后者塑
造的。”［２１］（Ｐ１１）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科学技术能够大规模地为 “直接的生产过程服
务”，并且还赋予了科学技术新的使命——— “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２２］（Ｐ５７０）。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为我们呈现了 “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技术”和 “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技
术”［１］。技术的本质、特征与效应都在政治经济学这一 “显微镜”下无所遁形。
最后，马克思阐明了技术批判的理论定位：深层的社会历史批判。通过对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

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技术的 “资本主义应用”的后果也愈发凸显——— “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
世界的贬值成正比”［２３］（Ｐ２６７）的状况得以强化。一方面，技术的广泛应用起到了十分革命的作用。人
们借助技术而提升了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生产组织
形式的建构［２４］，适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技术的 “资本主义应用”也造成了诸多
的社会问题。技术服务于资本，技术逻辑隶属于资本逻辑，这样的技术必然就会暴露出其 “唯利是
图”的本性。在资本逻辑之下，技术的应用越广泛，技术的宰制就会越深重，技术异化———技术为
人所用却反过来成了 “制人”的手段———也就随之出现。在技术的运作图景中，人的主体性开始模
糊。雇佣工人的力量在轰鸣的机器面前显得单薄，机器作业逐渐取代了手工操作。广大工人由工具
的 “使用者”变成了机器的 “服侍者”，不仅如此，工人还作为 “活的附属物”而被并入到了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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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之中［２５］（Ｐ４８６）。长此以往，工人在技术的宰制之下会逐渐丧失自我，并使 “人的灵魂物
化”［２６］（Ｐ２２）。可以说，随着技术的不断渗入，“物的依赖性”会逐渐加深，继而造成社会对技术这一
“人工物”的普遍痴迷与崇拜。对此，哈维的判断是准确的，“整个资本主义对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
都充满了迷恋”［２０］（Ｐ１８５）。这种 “迷恋”在思维 （或意识形态）层面则演化成了技术拜物教。面对技
术异化的现实，马克思携其技术批判理论出场也为人类摆脱异化处境提供了思路。技术本身并无善
恶之别，技术本身并不带有 “原罪”，当代社会所暴露出的与技术相关的棘手的社会难题，实则是
技术的使用问题 （更准确地说是技术的 “资本主义应用”的问题）。易言之，摆脱技术异化的处境
并不是要否定或抛离技术，而是要实现技术的 “善用”，“只要对技术运用得当，技术在推动人类社
会发展的过程中定会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技术的善用能直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
人迈入理想的自由王国”［１］。可见，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基础层面分析了技术及其社会后果，还从意
识形态层面深刻阐释了技术异化的现实状况，继而为我们摆脱技术异化而寻求解放之路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方案。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是一种全面的、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批判。
在人类技术阐释史上，马克思是独具一格的。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论既克服了技术工具论的实证

主义思维，又摆脱了技术原罪论的思辨分析范式，继而确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法则。在唯物史
观的指导之下，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洞察世事的 “利器”，技术范畴的物质属性、社会本质、
运用范围和历史趋向都得以科学界说。马克思技术批判论也告诉我们，技术批判不应演变为一种
“纯粹理论上的攻击”，而应日渐变为一种 “具体的实践事务”［２７］（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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